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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绒藏人的房名制、内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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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嘉绒社会的国家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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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西南地区，国家力量通过改土归流，促使地方社会组织和文化

转变，建立了官员治理之“民”间的平等地位。清乾隆年间，四川省金川县的

嘉绒社会经历了裁撤土司、设立屯兵、划分土地与征税等一系列变化，但嘉绒

人的房名制度、阶层内婚和劳役的存在，共同再生产了土司时代的等级社会；

加上国家对藏传佛教的认可，土官获得了基于宗教的传统政治权威。嘉绒社

会呈现出不同于华南和西南其他地区的国家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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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类学研究指出，亲属制度是前国家社会的政治系统（狆狅犾犻狋犻犮犪犾

狊狔狊狋犲犿）（犉狅狉狋犲狊犪狀犱犈狏犪狀狊犘狉犻狋犮犺犪狉犱，１９５０）。随着国家将前国家社会

纳入，亲属政治系统与国家政治系统呈现不同的互动过程。在欧洲，符

合教会利益和价值的核心家庭逐渐占据核心地位（犌狅狅犱狔，１９８３），罗马

的宗族组织在国家的发展中逐渐消失，但在中国，宗族却被完整地保存

为地方行政的最小单位（韦伯，２０１０：１３４）。弗里德曼（２０００：１７４）研究

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组织时认为，之所以父系继嗣组织在东南地区存

在，是因为国家允许地方社会一定程度上的自治，而这一点符合福忒斯

认为政治体系越集中，继嗣群体的共同力量被削弱得越大的观点。弗

里德曼认为中国东南地区国家弱而宗族强的观点在后来的研究中被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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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郑振满（２００９）指出，随着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福建的宗族组

织不再是简单的父系继嗣群体，而是出现了基于地缘关系、公共事务共

同利益的依附式宗族组织和合同式宗族组织等。在珠江三角洲，明清

政府推行的里甲制度与地方宗族组织扣连，地方宗族则通过践行礼仪

供奉国家认可的地方神灵，完成地方社会运作与国家制度的连接（科大

卫，２００９：９－１１）。也就是说，宗族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了国家的

里甲制度。地方社会的亲属制度与国家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实行土司制度的西南少数族群地区，亲属制

度是土司管理之下社会再生产的重要力量。与宗族与国家政治系统的

关系相比，当国家力量进入这些有不同亲属制度的社会时，会呈现不同

的历史进程。

在明代湘西的苗疆，永顺土司和江口土司几代联姻，扩展地方势

力，以至于引起地方官员的注意（谢晓辉，２０１２）。明代广西左右江地区

的土司既会利用壮人文化允许女性单向流动的原则，也会突破这一限

制，实行土司等级的内婚和同姓婚姻，一方面制造土司和土民间的区

隔，另一方面也在整个左右江地区形成土司联盟，一直将维持和再生产

壮族的社会习俗与文化作为土司权威的来源（张江华，２０１０）。明代广

西万承土司通过土地分配和根据承担劳役的程度，在其管理的社会内

部划分了一个官僚体系，通过等级内婚再生产这个体系（犠犻犾犽犲狉狊狅狀，

２０１３）。有趣的是，在四川省阿坝州嘉绒藏区，清代金川地区经历改土

设屯后，国家限制了每户拥有土地的数量，并规定每年纳税的义务，建

立了不同于土司时代的金川地方社会的“新”秩序。与广西万承土司相

似，嘉绒人的亲属和婚姻制度一方面再生产了类似土司时代的等级结

构，另一方面又与科大卫（２００９）讨论的华南宗族与里甲制度类似，内化

了国家分土地和按户收税的改革。但金川嘉绒人的宗教传统又使地方

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华南社会。

本文利用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呈现嘉绒社会这一变化过程。在

介绍田野地点之后，第三部分将利用文献材料，尤其是《金川案》（张羽

新，１９９４）里保存的官方史料，梳理金川改土设屯的具体过程和土屯制

度下土地分配及税收情况，分析国家改土设屯政策对地方社会的改变。

第四部分将利用田野调查收集到的金川末代河东守备和百姓通婚状

况，以及百姓为守备服劳役“当差”等材料，分析实行土屯制度的金川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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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社会如何再生产了土司时代的社会等级。这种结果的出现是否意味

着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没有改变呢？结论部分通过对比土司与土屯

社会的结构，以及它们各自与国家的关系，认为尽管改土设屯后的嘉绒

人还保留了土司时代的等级，但国家的权威已经进入社会内部，此时的

金川嘉绒社会是一个国家权威和嘉绒传统权威并存的时代。

二、从土司辖地到屯田寨落———苟尔光（犽犪狉犽狌η）村

１．下寨小西里是苟尔光村人普遍的说法，根据对末代守备的后代的访谈，下寨包括小西里和

卡布角一部分，也就是今天苟尔光村的三组小西里与二甲村部分，二甲村有属于守备的三家

佃客与一块面积很大的土地。目前的二甲村，除了两户人家有房名，自认是嘉绒藏族外，其余

都是汉族人，而小西里几乎全为嘉绒人。本文仍采用下寨小西里的说法。

　　苟尔光村是本文的田野调查地点，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金川县万林乡，居住在这里的少数族群习惯被称为嘉绒藏人。在万

林乡所在的这条河谷的沟口处，地势相对开阔，是汉人聚居的勒乌乡。

溯河而上，就是以嘉绒人为主的万林乡。目前的万林乡分为三个行政

村：二甲村、苟尔光村和西里寨。从勒乌乡到西里寨的这条河谷，在金

川嘉绒人的语言里有他们自己的地域观念，勒乌乡是“勒乌围”

（犾狑犪犻），二甲村是“卡布角”（犽犪犫狌狋狅），苟尔光和二甲之间的一片高山

缓坡是“小西里”（狋犪狊犻犻），目前为苟尔光村三组，苟尔光村的一组和二

组是“苟尔光”（犽犪狉犽狌η），西里寨村是“西里”（狊犻犻），几乎所有这些名字

都出现在清代第二次金川战争的档案文献中。

第二次金川战争是发生在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年）到四十一年（１７７６

年）间一场声势浩大花费巨大的战争，最终导致金川土司与小金土司被

裁撤，原本的土司辖地安营设屯。对于金川地方，安营设屯彻底改变了

金川地方社会的格局，上文提到的地域也有了新的隶属关系。大金川河

南北贯穿这片土地，清代国家按照这个自然界限，分别在河东和河西设

置了管理嘉绒人的“番屯”，即河东屯和河西屯，同时还挑选绿营兵驻扎

屯垦，在金川河上游设立绥靖屯，下游形成崇化屯，这些绿营兵是金川地

方汉人和回族人最早的来源。按照这个划分，上述各地属于管理嘉绒

“番人”的河东屯。到末代河东守备的时代，河东屯守备管理上、中、下三

寨百姓，分别是上寨西里寨、中寨苟尔光和下寨小西里，１其中，中寨苟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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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河东守备官寨所在地。

从清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７年）改土设屯，到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民主改

革前，河东屯的行政建制一直存在。清代改土设屯的政策不仅使金川

出现番汉杂居的局面，而且河东屯下的嘉绒人与绥靖、崇化两屯下的人

一样，耕种同样数量的土地，并向国家纳粮。从这个角度讲，二者在国

家内部有相同的地位。当笔者走入苟尔光村时，发现人们还时常能讲

述当年百姓如何给守备“当差”服劳役、犯错误被守备打板子、祖上如何

随他们的守备出征西藏等类似的故事。人们甚至还会说，“乾隆杀了我

们金川的土司，守备就相当于我们的土司”。笔者发现，在村民的表述

里，似乎守备时代与土司时代并没有太大差别，村落里也有谁家是百姓

［“德尚”（狋?ɑη）］，谁以前是家奴［“达姑纳”（狋犪犵狌狀犪）］的记忆，这意味

着守备管辖的寨子里有等级之别。难道清代国家改土设屯的措施并没

有改变金川嘉绒人的社会结构？国家土屯制度的影响到底体现在什么

地方？下文就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来重建清乾隆年间的改土设屯带

给地方社会的具体变化。

三、通过屯田建立的国家秩序

第二次金川战争前前后后打了六年。细读史料就会发现，在整个

战争过程中，乾隆皇帝不仅仅关心前线战事，也时常与前线大臣阿桂、

文绥、明亮等商讨金川的善后问题，思量如何能一劳永逸地在地方建立

国家秩序。

（一）屯田与番屯

第二次金川战争始于小金土司领地。起初一年，即乾隆三十六年

（１７７１年），皇帝还希望在擒获与周边土司构怨相残的小金土司僧格桑

后，保留小金土司（张羽新，１９９４：７）。当战争牵扯到金川土司时，乾隆

皇帝经过两次调整，才最终确定了后来两金川改土设屯的做法。一次

是乾隆三十七年正月（１７７２年２月），提出“该处番众则照黔省古州之

例，改作屯兵，令其自耕自食，不必官为给饷养瞻。仍移设同知一员驻

辖之，久之则与内地编民无异，自可永无（除）后患”（张羽新，１９９４：１８）。

另一次是在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１７７２年１１月），由于金川土司助小

金土司对抗国家，乾隆皇帝提出“至僧格桑及索诺木兄弟就擒骈戮，必

当仿照前次办理杂谷脑改土归流之法，安营驻兵，近成内地，庶为一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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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逸之计”（张羽新，１９９４：３０）。２但当阿桂率领清军即将取得平定大小

金川胜利之时，乾隆皇帝最终确定了按照新疆屯田之法处理金川善后

的问题。乾隆四十年八月（１７７５年９月），阿桂攻下金川土司索诺木的

勒乌围官寨，索诺木及其亲信退守到另一处官寨噶喇依，继续与清军对

峙。此时，金川土司大部分辖地都已在清军掌控之下，战争结束指日可

待。乾隆皇帝终于决定按照新疆屯田之法处理金川善后问题。乾隆四

十年八月二十八日（１７７５年９月２２日），皇帝通过谕旨向前线大臣阿

桂传达自己的要求：

２．《金川案》元册中的第八条目、第二十二条目、第四条目、第一九条目等详细记载了乾

隆调整金川战争善后事宜的几次设想（张羽新，１９９４：７－７６）。

今官兵既得勒乌围，……至善后事宜，亦应预为筹及，一

俟官兵扫平金川，即应于两金（川）之地，酌安绿营，设官驻守。

于（如）噶喇依、勒乌围、美诺三处，择其最要者，设立总兵，次

则令副将驻之；其余自章谷至巴郎拉一带，酌量形势轻重，分

设参、?、都、守驻守。令官兵营至联络，横隔于众土司之中，

方可为一劳永逸。至驻兵必先筹粮饷……将来经久恒规，自
獉

当以屯田为妥
獉獉獉獉獉獉

。两金川地面，可耕之土甚多，而绿营兵众屯种

又其所习。今新疆各处屯俱已收实效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阿桂向为伊犁将军，屯

政乃所深悉，将来金川营务
獉獉獉獉獉獉

，自当酌仿而行
獉獉獉獉獉獉

。（张羽新，１９９４：

７６－７７）

战争结束后，大约有几千绿营兵采取屯田制留守金川，他们是今天

金川汉人的主要来源。此时皇帝只考虑如何将军队横隔于土司之间，

一劳永逸的维持地方安宁，却忽略了如何安置当地“番人”（嘉绒人）的

问题。随着战争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金川“番人”（嘉绒人）投降清军，迫

使清廷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乾隆四十一年正月（１７７６年２月），阿桂

率兵围困金川土司索诺木最后的官寨噶喇依，索诺木的头人百姓大批

来降。为此，乾隆皇帝不得不在此前的决策中新加入对“降番”（投降清

军的嘉绒人）的处理要求：

至于各路番人，纷纷投出，其中大小头人俱复不少，此等

番众从前抗拒官兵，死固守，情罪均属可恶。直至兵临巢

穴，计穷力竭，始行投降，非若大兵尚未深入以前，陆续来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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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比。但番众皆系曾与官兵打仗之人，此时难以分其所犯

轻重，且其抵抗官兵固属可恨，而原其所以坚守，尚知各为其

主，亦复可矜。况为数过多，又系投降乞命，若不法外施恩准

其纳降，又何以昭天朝宽大之德，而全彼辈之余生也。若尽予

骈诛，实觉心有不忍。惟其中大小头人及其眷属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自不便仍留

本处，应照前此平定准部时所有台吉、宰桑、德木齐等概行移

徙例妥为办理，但须趁官兵未撤时即为查明，于八旗及吉林、

索伦兵凯旋之便，令其分队携带押至京城
獉獉獉獉獉獉

，再行酌量安插……

至各处降番若移于他处编管，未免人多费事，伊等俱系娴于耕
獉獉獉獉獉獉獉

作之人
獉獉獉

，两金川又有可耕之地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现在凯旋后，两金川地方立汛

安营，添设提督、总兵等官，足资弹压，其应办善后事宜内，原

有随处耕屯之议，莫若即用此等降番就所在垦耕安业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尽力农

共，各有将弁管束，久之可消其桀骜不驯之气，而令其交粮，亦

省川省运粮之劳。（清高宗实录，卷１０００，乾隆四十一年正月

丁丑条）

根据这道谕旨，临近清军胜利才出降的大小头人及其眷属被带到

北京，在香山脚下定居下来，形成北京西山番子营（陈庆英，１９９０），其余

则分散到河东和河西两地，与居留此地屯垦的绿营兵交错而居，垦耕安

业。另外，对于在战争进行过程中不断投降的“番人”（嘉绒人），皇帝因

为担心他们“反复无常”的性格会再次倒向金川土司一边，造成清军的

损失，所以曾将其迁离他们世居的寨子，分散在周边土司的辖地，由在

战争中与国家合作的土司代为管理。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年），皇帝下

旨将他们迁回，同样也定居在河东、河西两地（张羽新，１９９４：１２４）。

这样，除了留守绿营兵的屯田，政府对金川的“番人”（嘉绒人）也采

取同样的屯田制度，在大金川河东西两岸形成河西与河东两个嘉绒人

的“番屯”。对于如何选择官员管理“番人”（嘉绒人），阿桂建议乾隆皇

帝选择那些较早投降清军，奋力对抗自己土司的头人。乾隆四十一年

三月十二日（１７７６年４月２９日），阿桂“拣派出力头人管理投番屯粮”

的奏折上报到军机处：

至浞侵地，除官兵耕种外，查有日尔底头人丹比西拉布、

章杂寨头人得洛思达拉上年投诚，屡在前敌打仗。又，达尔卓

克寨头人色木里雍中率六寨番民同时投顺官兵，因得直抵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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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依，其在北路投降头人霍尔甲等打仗亦为奋勉。此等所有

家属、番众应分别按于浞侵河东、河西，与官兵错居，并一体酌

给籽种，牛具，俾及时种艺。

三天后乾隆皇帝同意了阿桂的建议，批复“照阿桂议定章程妥办”

（清高宗实录，卷１００４，乾隆四十一年三月癸未条）。而当年六月（１７７６

年７月）的一份旨意更明确，在绿营兵屯垦之外，把山坳斜坡的可耕之

地分给降番就近耕种，并根据投诚先后顺序赏给土守备、土千总等官

职，金川头人丹比拉西布等暂时给予准土弁，在河西、河东管理各屯降

番，等将来有成效之时，再令其改土为屯（张羽新，１９９４：１９４－１９５）。

这样，在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年）处理战争善后工作时，相当一部

分投降清军的嘉绒人被命令择地耕垦，由战争出力的头人代为管理。

头人丹比拉西布在此时获得准土守备的官职，暂时管理河东屯（张羽新，

１９９４：１９４－１９５）。

（二）以田养兵：通过土地控制社会

屯田制度首先涉及的是土地分配问题。金川屯田的土地分配与税

额，无论是留守绿营兵的“汉屯”还是嘉绒人的“番屯”，最初都是仿效新

疆的做法。乾隆四十一年四月（１７７６年５月），松茂建昌二道官员丈量

土地，在金川试行新疆分土地的标准。同时，清朝官员们务实地建议：

“西陲新疆例，每兵给地二十亩。今两金川土地瘠薄沙石相兼，应请照

例给地二十亩，试种一年，俟有成效，或添或减，再为酌定”（张羽新，

１９９４：１６８－１７８）。经过一年的实践，四川总督文绥等发现，“川省携眷

赴屯兵丁所种新疆地亩瘠薄，若照乌噜木齐兵丁之例每人给地二十亩，

则收获无多，不足以供养赡，应照户民之例每户给地三十亩”（马端林，

２００６：１７３）。文绥的建议被采纳，绿营兵每户所分的田地改为三十亩。

嘉绒人的“番屯”是否也是按这一标准分配土地呢？乾隆四十八年

（１７８３年）讨论金川屯田升科纳粮时，内阁抄出了以前的奏折：“内阁抄

出总督福（康安）、将军特（成额）奏称‘窃查四川新疆各屯安插降番，及

内地派往携眷兵丁，每户蒙恩赏给地三十亩……’”（张羽新，１９９４：

１５９）。根据这份奏折，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年），金川屯田“一户人家耕

种三十亩田”的标准最终确定：无论是留守绿营兵，还是投降“番人”，都

按照相同标准分配土地。在田野调查中，提到分家问题时，被访人都说

以前分家是不允许的，只能去“吃”绝户人家的田地。土地是清朝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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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好的，三十亩地一户人家，不许更改。３由此看来，当地人的记忆可以

和清代官方档案的记载相互印证，可以确定１７７７年分田时金川的嘉绒

人也是每户分得土地三十亩。

３．参见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８日的田野访谈。

在屯田实行的最初几年，国家给予地方一定的优惠政策，没有税

收，甚至还会借给口粮。按照清制，新开土地满六年后升科纳粮，因此

到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年）时，金川屯田满六年，需升科纳粮。金川嘉

绒人纳粮的具体数额据先于金川四年开始纳粮的小金汗牛屯而定，从

《金川案》里一份题为“两金川番屯升科”的奏折可得知具体情况：

户部谨奏：“为边屯地亩，届应升科，酌议征输”等事。内

阁抄出总督福（康安）、将军特（成额）奏称“窃查四川新疆各屯

安插降番，及内地派往携眷兵丁，每户蒙恩赏给地三十亩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耕

种垦艺成熟，例应输粮，经前督臣文（绥）会同特（成额）等奏

明，自乾隆四十八年起按年升科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内有攒拉、汗牛降番二百九

十二户，系于三十八年投诚给地安插，早经垦熟奏明，即于四

十四年每户征纳杂粮二斗一升八勺五抄，仰蒙俞允。钦遵办

明在案。兹查美诺等各屯安插降番戎噶尔甲等，共一千四十

三户，已于屯防第二十案内题定，四十八年升科。迩岁边屯，

仰垦圣主福庇，雨眑时若，收获渐次丰盈，按限征输，番民踊跃

……经臣等预行会同饬查去后，今据藩司造册，照依汗牛降番
獉獉獉獉獉獉

粮数
獉獉

，详请升科前来
獉獉獉獉獉獉

……按照汗牛之例，每户议令纳粮二斗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一升八勺五抄
獉獉獉獉獉獉

……合计降番戎噶尔甲等一千四十三户，兵丁

王春等一十八户，其应征集粮二百二十三石七斗一升一合八

勺五抄，仍请以麦
獉
、稞
獉
、荞
獉
、豆四色兼收
獉獉獉獉獉

，饬交各屯员，遵照颁发

制斛，按数征收，搭放官役人等口粮，照例报销……”乾隆四十

八年三月初四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张羽新，１９９４：１５９）

金川“番屯”升科纳粮时，每家耕种的三十亩土地每年需要纳税二

斗一升（清代国家规定的二斗一升八勺五抄税额，以下简称二斗一升），

麦子青稞荞麦和胡豆都可以交纳，并没有折算成银两。这年的另一个

重要变化是正式确立金川改土设屯。时任成都将军特成额该年迁往金

川体察情形，丹比拉西布表示受到皇帝的恩典，“给地亩耕种，以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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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永享太平”，对此十分感激，希望能够正式改土设屯。特成额也认

为，金川自安插降番耕垦已经八年，所有降番无不尽力耕作，遇到差遣

无不奋勉出力，于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１７８３年１１月）上奏希望能如

其所请正式改土设屯。当然，这个请求得到了许可（张羽新，１９９４：２０３

－２０４）。这样，“按照寨落之远近，户口之多寡，酌安屯守备、千总、把

总、外委三十一名，每名管理一、二、三寨不等”，其中河东屯守备直接管

理勒乌围、卡布角两寨，共３３户百姓。

屯户除了分得耕种土地，向国家纳税外，另一个重要的义务就是出

兵为国家打仗。金川“番人”实行屯田制度后，从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

年）开始，多次派兵参与国家的战争，据目前查阅的史料共发现了５次，

分别是：

１．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年），兰州苏四十三，金川降番一千（阿桂，

１９８８：３７）；

２．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年），随清军去台湾征剿林文爽；４

３．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年），前往西藏参加郭尔喀战役（季恒，

２００６：３９２、５５４）；

４．乾隆六十年苗疆（１７９５年），金川降番六百名；５

５．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年）剿平湖北、四川、陕西三省白莲教起义中，挑

拣金川降番一百名。６

４．参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钦定平定台湾纪略》，１０－１１页。

５．参见：清嘉庆武英殿活字本：鄂辉著《钦定平苗纪略》，３９页。

６．参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剿平三省教匪方略》，３４８页。

这样，在第二次金川战争后，也就是１７７６年以后，大小两金地区土

司管理的社会格局完全被打破，根据嘉绒人与汉人共同实施的屯田制

度，一方面每户耕种固定数额的土地向国家纳粮交税，另一方面要派兵

参与国家战争。这个变化可以理解为国家摧毁土司制度，并在地方社

会建立“新”的秩序。这个新秩序具体是什么呢？

（三）番屯下的“新”秩序

金川改土设屯对地方社会的意义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

地方政治首领与国家官僚体系的关系；其次是土地分配对国家控制地方

社会的意义；最后，屯兵制度是否重新形塑了金川嘉绒人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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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第二次金川战争后，大小金川两位土司及其眷属都被处死，

对清军负隅顽抗的头人和眷属被迁移到北京西山定居。这些原本在地

方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或被处死，或迁出金川，意味着被嘉绒社会赋予政

治权威的等级在地方社会彻底消失。国家意图彻底清除地方社会原本

的政治首领，代之以国家重新挑选的更为忠诚的头人，赋予新的官职，

即守备、千总、把总和外委。这样，在土屯制度下，丹比希拉布等头人通

过接受国家权威，被推到“番屯”内部最高管理者的地位，并且通过这一

地位与国家官僚体系相连，成为国家官员。尽管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土

司的政治权威来源于国家，可被视为国家官员，但土司之下的大小头人

等却是在国家官僚体系之外。在土屯制度下，守备、千总、把总等国家

官员直接管理向国家纳税的嘉绒人。

其次，在屯田制度下，每户嘉绒人以三十亩的数额分得土地，承担

二斗一升粮食的税额。国家通过管理土地来管理人户。一方面，土守

备、土千总等不再像土司那样，拥有对治下家户的收税权力，另一方面，

无论是嘉绒人还是留守的绿营兵，甚至后来招募垦耕的民户，都以相同

的标准分配土地与收税。这也就意味着，从土地和税收角度，嘉绒人同

留守绿营兵和招募民户享有同样的身份和地位，嘉绒守备、千总等和嘉

绒百姓的关系与国家官员和登记造册之“民”的关系无异。需要指出的

是，从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开始，国家允许金川土守备、土千总等职

位世袭（张羽新，１９９４：２１８），这又有别于国家官僚体系里的流官。

最后，番屯对国家最重要的义务是在战争发生时随时被征调。没有

资料纪录清代国家征调时，嘉绒人如何选人当兵，但笔者调查时可以了

解到民国年间选任屯兵的情况。在最后两代守备管理下的寨子，每个嘉

绒家户都要出一名男子当兵，寨话将其称为“仲斯奎”（狋狊狌η狊犻犽狌），汉话意

思是“屯兵”。在田野调查中，末代守备的一位后代表示，当时守备之下

有五种身份：守备的管家、每一寨的寨首、负责文书工作的“琼捏”

（狋‘狌η犼犻）、负责背东西的“瓦拉”（狏犪犾犪）和当屯兵的“仲斯奎”。还强调“仲

斯奎”是乾隆之后出现的事情，一家三十亩地出一个屯兵。７清代改土设

屯导致地方社会的另一个变化是嘉绒社会里出现了一个屯兵的阶层。

７．参见２０１４年７月３日的田野访谈。

总体上来看，国家通过改土设屯在金川嘉绒人中建立“新”秩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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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配土地，国家得以控制地方嘉绒人口和税收。由于当地的汉屯和

嘉绒人的番屯都施行同样的土地和税收政策，此时从国家制度角度看，

嘉绒人与守备、千总等官员的关系应与登记造册耕地纳粮之民与官员

的关系无异，却有别于原本金川土司与其百姓的等级关系，并在嘉绒社

会内部创造了一个“仲斯奎”的新身份。通过分配土地和纳粮，以及不

断从金川征嘉绒兵参与国家战争，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权威完全进入社

会内部。但从田野调查来看，在民国时期，金川河东屯的嘉绒人却有一

个“守备／千总—百姓—家奴”的等级结构。笔者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

与嘉绒人的房名制度和内婚制，以及土守备能役使治下之人服劳役有关。

四、房名、内婚制和社会等级的再生产

在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年）正式确立金川嘉绒人的土屯制度时，河

东屯守备管理勒乌围与卡布角两寨，与末代守备管理的上、中、下三寨

百姓有差别。这和历史上国家政策、战争疾病导致的人口伤亡，以及汉

族人口的扩展等有关。

８．参见２０１４年７月３日的田野访谈。

９．１９１７年，小金抚边屯八角寺僧人若巴自称“大清通治皇帝”，率民众打到了金川（四川省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４）。

乾隆五十九年八月（１７９４年９月），乾隆皇帝曾经下旨，允许金川

番人在正项地亩之外，量力分段开垦荒山瘠地，不用交纳钱粮。可以肯

定的是，在这样的政策下，河东屯的居住地域开始扩展。另一方面，虽

然河东屯守备的官寨建在苟尔光，但根据文献的记载，并不知道官寨是

否是在乾隆末年改土设屯时建立，也不清楚守备房子所在之地。据苟

尔光村民记忆，守备官寨旁有一座守备所有的寺庙建于清咸丰八年，很

有可能河东屯守备建立中寨苟尔光的时间不晚于清咸丰八年。民国时

期，清代绥靖屯改为绥靖县，设立保甲，但保留嘉绒人的河东屯，仍由土

守备管理。清代卡布角所在的位置被改为二甲，这意味着卡布角到民

国初年已经是以汉人为主了。但末代守备胥仲臣的后代说，二甲有三

家佃客的一块大地仍属于河东屯守备，与小西里一同被称为下寨。８清

乾隆末年设屯时，河东守备由头人丹比希拉布［房名“兰木底”

（犾犪狀犿狌狋犻）］担任。１９１７年，该家族的最后一个后代守备师绍文因为小

金“八角事件”９被杀，兰木底家绝后。师绍文的妻子是河东照壁山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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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房名“色尔楞”（狊狉犾狀），有汉姓胥的女儿］，她通过各种关系使自己

的兄弟胥仲臣获得四川省政府的认可，合法“保缺”，继任河东守备。由

于地点临近小金，“八角事件”导致河东屯守备直管寨的百姓死伤严重，

胥仲臣来继任守备时，一些百姓随他迁居，其中大部分定居在上寨西里

寨。清代河东守备管理的两寨三十三户百姓扩展为三寨四十户百姓。

１９１２—１９３５年，绥靖、崇化仍保持屯的行政建制。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

两屯合并为靖化县（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１９９４：２９７－２９８），１９３５年红军在金川建立政权。这一系列的变

化，都没有涉及金川的嘉绒人，河东屯仍然实行守备制度。直到１９５５

年河东屯改建河东乡和１９５６年完成土地改革，才彻底结束了守备管辖

河东的历史（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１９９４：１０７、１２５）。

金川嘉绒人从清乾隆晚期分地耕垦，自１７８３年每户承担二斗一升

粮食的税额，直到到民国时期，都是由河东屯守备代收，清代时交给位

于小金的懋功厅，民国时期则交给靖化县政府（即清代的绥靖屯）（西南

民族学院研究室，１９８５：２１７）。这意味着从清代乾隆后期到１９５１年金

川解放，国家拥有向地方征税的权力。另一方面，尽管实行屯兵制的金

川嘉绒人偶尔会出兵参与国家战争，但劳役还是留在了社会内部。魏

捷兹（犠犻犾犾犲狉狊狅狀，２０１３：１９０－１９５）发现，广西万承土司治下有官、客、目、

民和番五个等级，不同层级的地位由承担和接受劳役的程度决定。类

似的现象也出现在改土设屯后的金川，守备通过役使百姓“当差”，再生

产了嘉绒人之间的身份等级。

（一）“当差”制造身份差别

河东守备直接管辖的三寨，每寨有一个寨首、一个管家和一定数量

的百姓。在上寨西里寨，哈乌祖（狓犪狏狌狋狊狌）家为寨首，史丹比（狊犻狋犪狀狆犻）家为

管家，有二十户左右的百姓；在中寨苟尔光，琼姑（狋
犺狌η犽狌）家为寨首，琦

史基（狋
犺犻犻狋犻）家为管家，约九户百姓，守备官寨修建在此地；在下寨小西

里，列蔑（犾犻犿犻）家为寨首，宅垄（狋犲犾狌η）家为管家，大概十一户百姓，三户

佃客。守备通过寨首来管理百姓，管家和百姓要为守备“当差”。

管家管理守备官寨日常事务，包括安排守备及其家人的生活起居、

接待来访客人、管理官寨粮仓等。三个管家轮流负责，每十五天轮换一

次，负责端茶倒水、打扫卫生等具体事务。另外，每户百姓会出一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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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寨来做事，五天轮换一次，称为百姓给守备“当差”。此外，当差的内

容还包括为守备耕种土地。胥守备拥有两块大地和一些零星的小土

地，零星的土地位于下寨，出租给了三户人家，也就是下寨的三户佃

客。１０与百姓不同，佃客要给守备交粮，数额因土地质量而异。一般来

说，高山地每年交三担粮食，外加一码柴和十斤石灰。１１两块大地分别

在中寨和上寨，由下寨和上寨百姓轮流为守备耕种。中寨百姓不参与

农耕，专门替守备“执法”，即对犯错误的百姓实行处罚。例如，杀害琼

姑寨首的根白（犽狀狆犲）被守备处以杖刑，由中寨百姓史诺（犻狀狅）家负责

执行。除此之外，守备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用人，百姓也需要随叫随到。

例如，守备外出时会在百姓中指定几人随行，这时的百姓以“仲斯奎”的

身份出现，为守备背枪牵马，负责出行期间守备的安全。寨首不像管家

和百姓那样有明确的当差事项，守备通过寨首管理全寨百姓。有权管

理百姓的寨首和管家礼仪地位上略高于百姓。平日百姓见了寨首和管

家，要以低头双膝弯曲的方式行礼，以示对他们的尊敬，尽管有这种礼

仪上的差别，寨首、管家和百姓之间仍可以通婚，因此可以将其视为同

一个等级，本文中称作百姓（德尚）等级。在百姓之下还有一个没有财

产和人身自由，附属于守备的“家人”（达姑纳）１２等级。根据村民的回

忆，守备有按照嘉绒社会规范处理违规行为的权力。在寨子里“做罪”

的百姓，守备会剥夺他拥有土地和房屋的权利，使其终身在守备官寨当

差。河东守备官寨里做小灶饭的哈斯曼（犺犪狊犻犿狀）原本是上寨哈乌祖

管家的妹妹，因为丈夫在寨子里偷东西，守备要打他板子，但他事先逃

离了胥守备的管辖地，再也没有回来，哈斯曼代他受罚，在守备官寨里

当“家人”。１３依赖役使百姓劳役和处罚“做罪”的百姓，土守备在其管理

的寨子内部区分守备、百姓、家奴三个等级。

１０．参见２０１４年７月３日的田野访谈。

１１．参见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７日的田野访谈。

１２．“家人”是金川嘉绒人用汉语称“家奴”的方式，嘉绒话称作“达姑纳”，为了区分家庭成员

的家人，本位在意指家奴等级时，“家人”一词将加双引号。

１３．参见２０１４年７月３日的田野访谈。

清代改土设屯时，国家最为在意的是番人的抢劫和械斗，对番人的

不法行为，则要求守备根据夷俗处理（张羽新，１９９４：１８０－１８３）。这意

味着国家给予守备对治下嘉绒人的处罚权力。进入民国时期，保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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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屯的行政建制，事实上比清代扩大了嘉绒守备的自治权。另一方面，

实行土屯制度的金川，邻近周边，除了同样改土设屯的小金外，全是土

司管理的地区，北面的四土（梭磨、松岗、党坝、卓克基四个土司）地区，

西面的绰斯甲土司，南面是巴底、巴旺、革什咱等土司。尽管金川嘉绒

人实行土守备管理，但早在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１７８３年１１月）以前，

河东守备就获得了与周边土司一样的进京朝觐的权力（张羽新，１９９４：

２０３－２０４）。这些事实都可以加强土守备拥有嘉绒社会的传统权威，百

姓在观念上仍把守备视为他们的土司。

（二）房名、等级内婚与社会等级再生产

１４．参见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２日的田野访谈。

　　１９４５年，林耀华、陈永龄等人实地调查嘉绒地区，此后纷纷写文章

讨论嘉绒人的社会文化情况。对于嘉绒人社会组织的中心，林耀华

（２０００）认为是嘉戎（绒）家族，没有姓氏，而是每家住屋必有一名号，代

表家屋继承人的一切权利与义务，凡住屋财产、屋外的田园土地、粮税

差役、家族世袭以及人员在社会上的地位都在屋名号之下。在苟尔光

村寨 话 里，有 两 种 表 示 房 屋 名 号 的 说 法，一 是 “将 沃 勒 蔑”

（狋
犺狌η狏狅犾犿犻），“将”（狋

犺狌η）指房子，“沃勒蔑”（狏狅犾犿犻）指名字，即“房

屋名字”的直译，另一种说法为“维勒将”（狏犲犾犲犻狋
犺狌η），“维勒”（狏犲犾犲犻）

有“地域”之意，“将”（狋
犺狌η）指作为建筑物的房子，“维勒将”指包括了

作为建筑物的房子、盖房子所占的地域和附属在这座房子之下的田地。

对于苟尔光村的人来说，在守备时代拥有一个房名，不但意味着自己居

住的房屋有一个指代它的名称，还意味着对该所房屋建筑物和附属于

房屋的土地有使用权和继承权，居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人都会在自己的

名字前加上房名。１４嘉绒人家屋建立之初，必须在土司头人处登记立

户，并领来若干土地耕种（陈永龄，１９９５；林耀华，２０００）。金川改土设屯

后，以三十亩土地的标准给每户人家分配土地。这样的标准和嘉绒人

的房名制度结合，成为每个房屋名号之下所有土地的数额。房屋名号

一经创始，即由子孙永远继承。假如家族绝嗣，或因故迁徙别处，后继

之人土司头人承认仍用旧名号（林耀华，２０００）。河东屯守备时代的房名

制度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在婚姻制度上，守备时代的婚姻延续了土司时代的内婚

制（陈永龄，１９９５；林耀华，２０００），以守备千总为一个内婚等级，百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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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被访人多次向笔者强调，以前要官位相当和地位相当才能“开

亲”，守备一般和守备、千总结亲，百姓之间互相结亲，守备不可以娶百

姓，但寨首、管家和百姓之间可以开亲。这意味着土屯制度下的金川嘉

绒社会实行等级内婚。

１５．张建世（２００７）在对昌都藏族的研究中讨论过这种形式的婚姻，并称为“单一婚姻制原则”。

１６．１９１８年流行瘟疫，整个金川两屯死亡３００多人。１９３９年，苟尔光村所在的河谷伤寒病流

行，４２户人家中有８０人病死，８户人家绝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１９９４）。

改土设屯后的金川嘉绒社会，房名制度和内婚制相互结合，出现了

以下情况：苟尔光的百姓，每户人家只留一个后代成亲，１５继承父辈的房

屋名、房子和土地，继承父辈的身份为百姓、寨首或管家；继承老房子的

孩子可以是男孩，也可以是女孩；其余的孩子，如果是女孩就“打发出

去”，男孩有两种选择，可出家“学喇嘛”，也可像女孩一样“打发出去”。

“打发出去”成立家庭的孩子有两种选择，可以继承丈夫／妻子家的房名、

房子和土地，如果遇到对方也是被“打发出去”的，他们就以“吃”绝户田

的方式从各自原本的家庭中独立出来，这时，他们及其后代就需要使用

绝户房子的房名，耕种附属于该房子的田地。历史上苟尔光人多次参与

战争，人口多有伤亡，流行病多次爆发也使这里人口损失严重（四川省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４：１２、９２３），１６一直为地

多人少的情况，很多绝户闲置的房子和土地可以满足这种婚姻制度的需

要。管家和寨首在这种制度下维持世袭身份，如果遇到绝户的情况，守

备可以从百姓里选人继任，但继任的人要改用原寨首或管家的房名，改

“吃”相应的田地。中寨琦史基管家就曾绝户，胥守备选中张家的一个人

来继任，也就是被访人琦史基阿乌的祖父，他的祖父因此改“吃”琦史基

家的田地，改用房名琦史基，并将原来的张姓改为琦史基家的汉姓马，他

的后代至今依然沿用这个姓氏和房名。在这种房名和婚姻制度下，非嘉

绒身份的人可以被赋予百姓的身份，吸收到嘉绒社会。做生意或逃难到

此的汉人，在获得守备同意后与寨子里的女性结婚，他本人和后代使用

女性家的房名和土地，他们的孩子在寨子里长大，从服饰、语言到生活习

俗，自然就跟寨子里的人一样，社会内部也认可他们的百姓身份。例如，

另一位被访人的祖父从四川遂宁逃难到此，与寨子里的被称作“姜幺娘”

的女性结婚，住在擦维（狋狊犺犪狏犲）家废弃的房子里，“吃”擦维的田地，他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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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代变成了守备的百姓，至今仍使用擦维作为房名。１７

１７．２０１４年六七月笔者在村落收集家谱时，收集到这些家庭结亲和房名更改的案例。

１８．小金在清代改土设屯时，一共设立了别思满、八角和汗牛三个番屯，到民国初年时，别思

满谷家将两个儿子分别送到八角和汗牛上门，继任了八角和汗牛守备之职，使小金三个屯守

备都成了谷家的。

乾隆年间改土设屯时，国家强制执行每户耕种三十亩土地的标准。

由于嘉绒人的房名制度，每户人家三十亩地的分地标准成为苟尔光村

每个百姓房名之下的附属土地。守备无权占有绝户人家的土地，只能

闲置，或新婚夫妇通过“吃”绝户田而另立门户。即便是“家人”，守备也

只能针对个人给予处罚，使其在官寨居住，终身为守备服劳役，而对其

所有土地也无权占有。如果被处罚的人家中无人耕种，处理方式与绝

户田地相同。每一户在寨子里占有房子的人家，均耕种三十亩田地，承

担每户每年二斗一升的赋税和派男子当兵的义务，同时承担对守备的

劳役。在清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年）以后实行屯兵制度的嘉绒社会，等

级内婚和房名制度结合，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为守备服劳役的百姓等级。

守备和千总构成的内婚等级将地方社会内部对百姓的支配权垄断

在几个家族。以河东守备家族三代的婚姻为例，他的家族不但控制了

照壁山千总和河东守备，还通过联姻加强与其他守备千总间的关系。

照壁山千总色尔楞胥家在金川改土设屯之前，是金川土司手下的四大

伦布［“大头人”（犾狀狆狌）］之一，金川战争中因为帮助清军作战，改土设

屯后被国家选中做了照壁山千总，从清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年）到民国

初年（１９３５年），色尔楞胥家的“根根”从未中断。１９３５年，河东守备无

后，胥家三儿子保缺继任守备，也就是末代河东守备胥仲臣。胥仲臣的

父亲任照壁山千总，他共有七个儿子：大儿子胥良全在父亲去世后继任

照壁山千总，是最后一任千总；二儿子管理照壁山千总的家庙琼宁

（狋
犺狌η狀犻η）寺，英年早逝；三儿子胥仲臣，在河东守备兰木底家绝户后，

保缺继任河东守备；老五胥良富在广法寺出家，没有成亲。这四个儿子

是胥仲臣父亲的大夫人所生，按照当地人的理解就是可以继承家族官

位的“正根子”。这位大夫人是小金别思满守备谷基（犽狌狋犻）家的女

儿，１８胥仲臣的一位儿子和其大哥胥良全也是娶谷基家的女儿为妻，胥

仲臣则娶了河西噶斯丁千总的女儿（见图１）。胥家的女儿则嫁给河东

和河西守备，兰木底家的最后一位河东守备师绍文和河西守备阿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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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代，他们的夫人都是胥家的女儿。１９３５年小金“八角事件”师绍文和

阿代两位守备牵扯其中，当事件平息后，因有人要争当守备，两人相继

被害，结果河东照壁山胥家的胥仲臣因自己妹妹（师绍文夫人）的努力，

保缺继任，河西守备由巴布里千总阿家的阿庆峰继任。为了加强两家

的关系，胥仲臣的父亲又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了阿庆峰（见图２）。

通过这样的婚姻关系，金川河东守备、照壁山千总与河西的守备、巴布

里千总、噶斯丁千总，甚至与小金的守备谷基家全部结了亲，将守备和

千总的职位控制在几个家族内部。

图１：女性嫁入胥家

图２：女性嫁出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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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对于“家人”嫁给“百姓”，其后代身份为“百姓”这一点，笔者持保留态度。尽管被访人是

这样解释的，但“家人”是守备的财产，逻辑上守备不会轻易允许其离开，且藏族的继嗣是否是

父系也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按照父系计算身份的表述很有可能是受到汉人影响而有的观

念。需要了解其他地区更详细的资料，才能清楚具体的情况。但这一点疑问对本文论证不构

成威胁，因为其并没有违背“家人”是一个内婚阶层的结论。

　　对于“家人”的婚姻，被访人哈斯曼的女儿告诉笔者，“家人”在守备

同意的情况下可以结婚。如果是两个“家人”结婚，后代的身份仍是“家

人”。如果“家人”嫁给百姓，“家人”就可以离开守备官寨，她的后代身

份会按照父亲一方身份计算，成为百姓。１９如果“家人”娶了百姓的女

儿，他们的孩子只能继续是“家人”。由于田野情况的限制，笔者没有办

法通过搜集更多的“家人”的婚姻情况来判断“家人”的身份继承是否严

格按照被访人告诉笔者的理想规则计算。由于“家人”没有土地、没有

房屋，是社会内部身份最低的等级，而且这种身份可以被世袭，所以，尽

管存在“家人”的后代可以上升为百姓的社会规则，但在现实的选择中

“家人”实行等级内婚是更为理性的原则。

在改土设屯后的嘉绒社会，守备役使百姓“当差”维持了类似土司

时代的对属民的支配权，在其管辖寨子内部生产了一个等级结构。因

房名制度的存在，清代一户三十亩田地的政策成为土屯社会内百姓等

级基本单位的一个部分。由于嘉绒人的房名制度本身关乎土地附属于

房名之下，居住房屋即耕种相应的附属土地，以及使用相应房名是社会

内部环环相扣的权力，因此，从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年）开始，国家允许

嘉绒人在正项土地之外量力开垦，并不会影响到附属与房名之下的三

十亩土地。这意味着，自设屯开始，每个房名之下为耕种三十亩地，纳

二斗一升粮食，出一男子为屯兵的单位。而这个单位，也是守备管理寨

子内百姓的基本单位。

自金川改土设屯后，土守备不但和周边土司一样可以进京朝觐，还

可以通过役使治下之人服劳役，并基于嘉绒人的房名制度和内婚制，再

生产一个“守备—百姓—家奴”的等级结构，将国家的分地、纳粮、当兵

的政策变为其社会运作的一部分。到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社会历史调

查和笔者田野调查期间，金川嘉绒人都隐约地将土守备等同于土司，这

是否意味着清代在金川所做的改土设屯并没有对当地的社会作出改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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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再生产的等级结构与双重权威

要解答这个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谈谈土司与守备管理下的两种

等级社会，比较两种社会间的异同和它们各自与国家的关系。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社会历史调查中保留了嘉绒其他土司的情况，

如“嘉绒藏族调查资料”对土司社会内的身份做了比较细致的划分，包

括土司、大头人、二头人、小头人、管家、百姓、“家人”等（西南民族学院

研究室，１９８５：１９１－１９８）。本文根据劳役和通婚划分守备／千总、百姓、

家奴三个等级，为了进行有效对比，也根据同样标准分析了上述土司社

会内的各种身份。根据“嘉绒藏族调查资料”（西南民族学院研究室，

１９８５：１９３），土司、大头人、二头人分别有各自管理的寨子、土地、百姓，

以及没有财产、没有人身自由的“家人”，辖地的百姓要向自己所属的政

治头领———或土司，或大头人，或二头人当差纳粮。大头人和二头人都

要给土司当差，但不纳粮。大头人轮流在土司衙门执政，与土司商议和

处理各种政教事务，称为值日大头人，次一级的政治事务由二头人执

行。土司和大头人有管家，替他们打理日常生活事务。还有一种小头

人，有自己的耕地，给土司当差不纳粮，但没有权力役使百姓为其服劳

役。小头人所谓的当差是服侍土司，有点类似于管家，但地位略高于管

家，通常是得力或得宠的管家才被土司提升为小头人。与土司、大头人

和二头人有权力役使他人服劳役的等级不同，小头人不能役使他人服

劳役，笔者认为他是有特权的百姓等级，而非正式的头人身份。“嘉绒

藏族调查资料”将寨作为土司制度下基本的行政单位，寨有寨首，土司

或头人的行政命令需经由寨首下达给百姓，但寨首通常是百姓中能力

较强的人，因此和苟尔光一样，属于百姓等级。根据役使服劳役的标准

可以得到一个“土司／大头人／二头人—百姓—家奴”的等级关系。但土

司和大头人、二头人还有区别的，在婚姻缔结上该资料中显示，“各土司

之间，实行严格之阶级婚制……除各土司之间互有婚姻关系外，土司及

其直系亲属之土舍，亦为互婚之对象”（西南民族学院研究室，１９８５：

１９２）。对于头人的婚姻，调查资料没有提供详细的解释，但有一句话提

供了可供分析的线索。在讲到小头人时，报告写到：“小头人的出身一

般是当小管家起，小管家多为百姓充任，在土司衙内服一定差役。小管

家侍候土司有年，得土司喜欢，就可能被提升为小头人。此外，大、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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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百姓私通所生的孩子，因父亲有头人‘根根’，亦可为小头人”（西南

民族学院研究室，１９８５：１９３）。所谓“根根”，是指嘉绒人依照父系计算

身份的表达。既然“头人根根”是一个单独的概念，大头人、二头人和百

姓私通的孩子就不能继承头人的正式身份，而是一个拥有高于百姓但

又不是头人的特权身份。也就是说，大头人、二头人和百姓属于不同的

通婚等级，大头人和二头人构成一个通婚等级，百姓在百姓等级内部嫁

娶。因此，土司社会内有四个实行内婚的等级，即土司及土舍、大头人

和二头人、百姓、“家人”。正如图３所示，有所属寨子、土地、百姓和“家

人”的土司、大头人和二头人在各自管理的寨子中都是拥有最高的政治

权威，都属于一个“政治领袖—百姓—家奴”的等级社会，每一个等级在

自己的内部实行通婚。这与改土归流后的金川嘉绒社会的“守备（政治

领袖）—百姓—家奴”的等级有相似性。

图３：土屯与土司等级结构的对比

　　与守备管理下的嘉绒社会相比，土司社会是多个这样的等级社会

的组合（见图４）。在土司之下，“嘉绒藏族社会情况调查”（西南民族学

院研究室，１９８５：１９４）明确表示大头人和二头人没有隶属关系，他们通

过为同一个土司当差建立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时将自己管理的阶层社

会与另一个和自己等级结构相同的社会相连。在这种相连的状态下，

因为大头人和二头人被另一个等级社会的政治首领（土司）役使当差，

从而降低了自己在整个土司社会的等级地位。因为土司社会内的不同

分工，才有了大头人和二头人政治地位的区分，但他们处于同一个通婚

等级，仍是各自直管寨内的最高政治首领。第二次金川战争之后，大金

川土司及其眷属，以及作为亲信的大头人被迁往北京，或被处死，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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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彻底消除了金川嘉绒人的整个政治首领等级，但

这其实只是表象，国家所做的只是拆散了这个组合，而非彻底摧毁这个

组合。虽然经过第二次金川战争后的改土设屯，国家权威深入到每一

个嘉绒人，获得在地方社会分配土地、收取税收、征兵打仗的权力，但

是，金川嘉绒人基于房名制度、内婚制和宗教等地方社会的传统有效地

应对了国家带来的社会变迁（犠犻犾犽犲狉狊狅狀犪狀犱犘犪狉犽犻狀，２０１３），在国家系

统中再生产出土司时代的等级结构。然而，在土司社会中，土地所有权

属于土司，百姓对土司纳粮和服劳役，而守备／千总的百姓向国家纳粮，

向守备千总服劳役。清代国家通过规定每户耕种土地的数额和征税获

得事实上土地的所有权，也获得对金川嘉绒百姓的支配权。与土司时

代遥远的国家不同，一户人家三十亩地的定额土地数目、每年向国家纳

税、出兵参与国家的战争，这些都切实将国家的权威带入嘉绒百姓的生

活世界。从清代乾隆后期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金川嘉绒社会既有嘉绒

人的传统支配权和等级的社会形态，也有国家官僚制度支配权深入到

每一个百姓的日常生活，是一个从传统地方社会过渡到国家社会的中

间状态。

图４：土司社会的等级结构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藏传佛教对地方社会的意义。土司、头人除

了实行等级内婚将役使百姓的权力控制在自己的等级之外，宗教也是

保障其在社会内部权威的重要力量。嘉绒地区的土司都有属于自己的

寺庙，时常由土司的兄弟任寺庙的活佛或堪布，例如，绰斯甲、卓克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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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都是如此（西南民族学院研究室，１９８５：２３２－２３３），以此将辖地内的

宗教与政治权力维持在某一家族内部。在清代的金川地区，与改土设

屯同时进行的还有抑制苯教倡导格鲁派黄教的政策。到清咸丰八年

（１８５８年），河东屯守备在自己的官寨旁修建了一座寺庙，被称为守备

家庙。与土司一样，守备也将宗教作为自己权威的一个来源，并控制在

家族内部。杜蒙（２００７：１３７－１４４）谈到印度的“瓦尔那”阶序时提到，婆

罗门和刹帝利分管一切神圣与世俗事务，在这一方面，嘉绒土司、土守

备与僧侣的关系与印度的情况十分类似。在印度“瓦尔那”阶序的另外

两个等级中，吠舍从事农耕、牧业和经商，提供一切宗教活动所需的牺

牲，是与婆罗门和刹帝利相对的一个等级；首陀罗是没有人身自由，专

门服侍他人的等级，与其他三个有权行使一般宗教仪式的等级相对。

在嘉绒社会里，土司和守备的百姓也是专门从事劳作，为土司守备寺庙

提供物资的等级，家奴没有人身自由，专事服侍之职。因此嘉绒社会的

“僧侣—政治首领（土司、土守备）—百姓—家奴”的社会等级十分类似

于印 度 的 “瓦 尔 那”阶 序 下 一 系 列 对 立 包 含 （犲狀犮狅犿狆犪狊狊犲狊犪狀犱

犲狀犮狅犿狆犪狊狊犲犱）关系。杜蒙（２００７：９５－１６７）以印度为例讨论的“阶序”，

除了“瓦尔那”理论之外，“洁净”与“不洁”的对立观念下的卡斯特

（犮犪狊狋犲）也是支撑印度阶序社会的重要部分。尽管在藏区的一些地方认

为铁匠、天葬师等是“不洁”的职业（刘志扬，２００６），但这套观念是否支撑

整个社会等级划分尚待深入研究，目前的研究并未表明嘉绒藏区的社

会等级与“洁净”“不洁”的观念有关。又因为缺少从神话、社会分工、亲

属婚姻、王权观念等角度的系统研究，所以很难说嘉绒土司土守备下社

会等级是完全意义的印度式的社会。但杜蒙（２００７）提出的对立包含观

念，对我们理解改土设屯后金川嘉绒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嘉绒土司

与国家的关系仍具有启发意义。

清代土司制度与此前的不同在于，国家对土司的任命和袭承都有

严格的要求，土司袭承人必须要接受儒家礼仪教育，赫尔曼（犎犲狉犿犪狀，

２００７）认为此举使汉语汉字在土司土目等级被接受。科举考试作为地

方社会权威来源的新方式，１５００年以后的大理建峰赵氏家族书写新的

家谱，将祖先追溯到南京，而非当地的山神（犔犻犪狀，２０１３）。而广西土司

治下的土民因参加科考而改变隶属方式，最终导致土司管理社会的崩

溃（张江华，２００７）。嘉绒藏区是从未推行科举考试的地区，藏传佛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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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是地方政治首领权威的来源。清乾隆后期，国家支持格鲁派黄教在

金川及周围土司地区发展，土司、守备逐渐适应新的形势，改或部分改

寺庙为黄教，河东屯守备于清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修建自己的家庙，意

味着土司守备既有作为国家官僚的权威，也有地方宗教体系给予的权

威。站在地方社会的角度，两种对立的权威方式共同存在于嘉绒社会，

而国家也允许不同于儒家意识形态的权威存在。华南宗族社会以符合

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礼仪链接地方社会与国家，西南的嘉绒藏族社会

与国家的关系在清代则更多地表现为杜蒙意义上的对立包含关系。正

是这一点，对藏传佛教社会的国家进程的研究呈现出对理解这一问题

的独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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